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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还是养小：
中国家庭照顾赤字下的代际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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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在老龄少子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家庭面临一老一小照顾需求叠

加的新图景。 本文从三代框架视角出发，采用混合研究方法考察中国城镇家

庭照顾资源的代际分配与后果。 本文发现，家庭照顾资源存在代际竞争；家庭

普遍采取儿童优先原则，对老人仅作危机响应，老人端出现照顾赤字；社会照

顾资源无法有效填补家庭老人照顾赤字，家庭存在难以兼顾老与小的焦虑。
本文认为，照顾政策的支持不足加剧了儿童端对老人端家庭照顾的资源挤占，
应完善政策支持系统，帮助家庭实现养老、养小和工作三者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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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梳理与研究问题

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家庭老人照顾需求增加。 成年子女是中国老年人日常生

活照顾和疾病康复护理的主要承担者（杜鹏等，２０１６；陆杰华、张莉，２０１８）。 可

是，在加速老龄化与长期少子化背景下，中国家庭正面临一老一小照顾需求叠加

的照顾图景。 一方面，老人预期寿命在延长，家庭需要增加老人照顾的投入；另
一方面，家庭规模缩减，能够提供老人照顾的家庭成员人数在减少。 同时，婚育

延迟意味着家庭照顾儿童与照顾老人的时间很可能出现重叠。 ２０１９ 年“中国社

会状况综合调查”（ＣＳＳ２０１９）最新数据显示，约有 ２７％ 的中国城市家庭同时有

１４ 岁及以下子女和 ６０ 岁及以上老年人，这一比例比起 ２００８ 年增加了 ２. ９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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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相当数量的中国家庭未来可能会面临一老一小照顾需求叠加的压力。 随

着“全面三孩”政策的实施，儿童数量增加，老年人和未成年子女照顾需求叠加

的可能性将进一步增加（闫萍，２０１６），家庭照顾资源日益匮乏。
照顾资源匮乏又称作照顾赤字（ ｃａｒｅ ｄｅｆｉｃｉｔ），意指一个社会或者家庭满足

儿童、老年人和其他个体照顾需求的能力下降（Ｂｅｎｅｒíａ，２００８；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２０１０）。
社会政策领域围绕家庭照顾赤字积累了丰富研究，主要考察福利制度和照顾政

策产生的影响（吴小英，２０２０；岳经纶、方萍，２０１７）。 但是，中国照顾研究存在明

显的“割裂”倾向。 一方面，老人照顾与儿童照顾被看作两个单独议题来讨论，
假定家庭只面对养小或者养老单个照顾压力，但是中国家庭照顾观念包含老小

两端（彭希哲、胡湛，２０１５；王跃生，２００８）。 另一方面，家庭照顾与社会照顾也被

分开讨论，忽略了两者的互动（肖索未、简逸伦，２０２０）。① 但是，中国城市市场化

的社会照顾服务发展迅速，作用仅次于家庭照顾（石人炳、罗艳，２０１７）。 因此，
将中国照顾实践置于亲代和子代的“两代框架”内考察，不符合中国社会对家庭

照顾责任的理解，也难以反映家庭照顾在老小两端的差异。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采用三代框架，以便更全面地考察老人和儿童照顾需求

叠加时中国家庭组织和分配照顾资源的过程。 狄金华和郑丹丹（２０１６）曾用“三
代框架”来考察农村家庭养老中的经济资源代际分配。 受其启发，本文将照顾

实践置于“老龄祖辈—成年子代—未成年孙辈”三代链条中，考察中国城镇家庭

养老和养小需求叠加时中间一代的照顾资源分配。 同时，本文将社会照顾纳入

分析框架，将其看作家庭解决照顾资源不足的方式。
从社会政策角度来考察家庭资源分配，特别强调政府行为对家庭照顾决策

的影响。 国家通过制定与照顾相关的政策来塑造家庭照顾观念和家庭照顾安

排，处理其与家庭的照顾责任划分；家庭成员也根据自身经济社会条件、家庭结

构、认知观念等情境性约束，能动地作出照顾安排（Ｄａｌｙ ＆ Ｌｅｗｉｓ， ２０００；岳经纶，
２０１８）。 既有研究通常从津贴、假期和服务三类照顾政策来考察国家对家庭照顾

决策的影响（Ｂｅｔｔｉｏ ＆ Ｐｌａｎｔｅｎｇａ，２００４；Ｄａｌｙ ＆ Ｆｅｒｒａｇｉｎａ，２０１８）。 这三类政策工具

对应着家庭组织照顾活动的主要资源：金钱、服务（人力）和时间（Ｄａｌｙ，２０２１）。
下文从这三方面就我国照顾政策对家庭照顾的影响进行简要文献梳理和评述。

金钱是最重要的物质类照顾资源。 国家通过提供经济支持来增加家庭购买

社会照顾、教育、医疗等服务和商品的能力，或者弥补家庭成员因投入家庭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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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肖索未和简逸伦对照顾研究的“公私分化”问题做了精彩分析，此外，陈璐、刘柏惠、纪竞垚等学者从

不同角度对老人社会照顾与家庭照顾的关系做了深入分析，但是相关研究整体上仍然非常缺乏。



而损失的工作收入。 养老金和医疗保险体系提高了老人经济独立性，对子女的

经济投入具有一定挤出效应（刘西国，２０１５）。 但是，由于社会保险地区差异性

较大，而且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尚处在试点阶段，养老服务补贴也仅限于低保或三

无老人，老年人经济能力仍然有限。 研究发现，除了养老金之外，成年子女是老

年人生活的第二大经济来源，子女经济支持越多，越有助于提高老年人购买社会

照顾服务的能力（杜鹏等，２０１６；刘晓婷、侯雨薇，２０１６）。 在儿童这一端，托幼服

务和儿童教育市场化同样得到国家鼓励并快速发展，托幼和儿童教育的费用迅

速增加（岳经纶、范昕，２０１８），然而国家对普通家庭父母的津贴支持却很稀薄。
尽管近年来国家在儿童照顾上增加了财政投入，但主要是针对 ３ ～ ６ 岁学前教育

阶段，不是 ０ ～ ３ 岁婴幼儿照顾（马春华，２０２０）。 研究发现，年轻父母投入大量金

钱购买市场化的商品和服务，而且这一消费具有明显的阶层差异（林晓珊，２０１８；
王晓磊，２０１７）。

时间是照顾资源里最重要的非物质类资源。 家庭成员需要投入充足时间提

供陪伴、协助和看护，因此，家庭照顾资源匮乏被认为本质上是时间贫困，而不仅

是缺钱（Ｈａｒｖｅｙ ＆ Ｍｕｋｈｏｐａｄｈｙａｙ，２００７）。 为解决双职工家庭（尤其是妇女）工作

与照顾需求的冲突，福利国家普遍推行工作与家庭平衡措施。 这些措施主要与

儿童照顾相关，针对老人照顾的假期非常少（Ｂｅｔｔｉｏ ＆ Ｐｌａｎｔｅｎｇａ，２００４）。 我国

一些省份确立了独生子女陪护假，但假期很短。 研究发现，我国 ６０％ 的城镇失

能老年人主要的照顾者是成年子女，但是约 ５５％ 的失能老人每周得到子女照

顾的时间小于 ３６ 个小时（李运华、刘亚南，２０１９）。 在儿童照顾方面，我国规定

女职工生育享有 ９８ 天产假，男性有 １０ ～ １５ 天陪产假。 最近各地将女职工产假

延长至约 １８０ 天，但照顾 ０ ～ ３ 岁儿童的育儿假几乎是空白。 研究发现，中国城

乡家庭联合老人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照顾儿童（钟晓慧、郭巍青，２０１７；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服务（人力）资源的重要性与照顾劳动的特殊性有关，照顾涉及身体的亲密

接触和情感投入（肖索未、简逸伦，２０２０）。 因此，确保照顾质量不仅需要充足的

照顾者，还需要照顾者具备专业水准和道德责任感。 中国照护行业劳动力严重

不足，而且离职率很高，特别缺少专业的护理员。 研究发现，我国 ９０％以上失能

老人主要依靠家庭照顾，使用社会照顾较少（苏群等，２０１５）。 老年人对社会服

务的使用受到老人失能程度、家庭经济水平、成年子女人数等因素的影响（张文

娟、魏蒙，２０１４；杜鹏、王永梅，２０１７；杜恒波等，２０１６）。 在儿童照顾方面，从 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代起，带有福利性质的 ０ ～ ３ 岁单位托儿所渐渐消失，公办幼儿园转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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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关闭，民办幼儿园迅速发展却良莠不齐。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０ ～ ３ 岁公共托幼

服务仍然非常匮乏（岳经纶、范昕，２０１８）。 研究发现，我国 ０ ～ ３ 岁儿童的照顾者

主要是父母（尤其是母亲），其次是双方老人，接着是育儿嫂，托儿所或幼儿园占

比最低（张航空，２０１６）。 市场化以来，母亲被看作儿童的“理想照顾者”、父亲则

是“理想工作者”的文化规则逐渐形成（陶艳兰、风笑天，２０２０）。
已有文献提示我们，我国现有照顾政策对普通家庭的支持较为缺乏，家庭主

要依靠自身资源照顾老人和孩子。 这意味着当养小和养老需求叠加时，家庭照

顾资源很可能出现代际竞争。 有学者已经注意到，中间一代处于既要照顾高龄

父母也要照顾未成年子女的困境（刘汶蓉，２０２１；Ｓａｒａｃｅｎｏ， ２０１０）之中。 如果出

现代际竞争，中间一代会如何选择和分配照顾资源呢？
尽管很少研究从三代框架来讨论家庭照顾资源分配，但是中国家庭代际关

系研究提示我们，照顾资源分配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重小轻老”的取舍论。
研究指出，中国家庭伦理文化转变为“以儿童为中心”的新家庭主义，关爱、物质

等资源向下一代倾斜，出现 “倒立的中国家庭” （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ｆａｍｉｌｙ） （ Ｙａｎ，
２０２１）。 代际失衡在学者们描述的农村地区“恩往下流”、城市地区“啃老”等现

象中均能找到注脚（贺雪峰，２００９；伍海霞，２０１５）。 据此推论，面临代际竞争时，
中间一代可能将主要的照顾资源投向儿童，不利于老年人照顾。

另一种是“老小并重”的兼顾论。 研究发现，养老和养小对于圆满人生同样

重要，不存在顾此失彼（刘汶蓉，２０２１）。 学者们认为，在个体化进程中，奋斗的

个体被置于风险境地，家庭为个体抵御风险提供保护，因此，中国家庭对个人的

重要性增强（阎云翔，２０１６）。 回归亲权、孝道和代际亲密正是个体化进程的反

思性机制，年轻一代的孝道责任得到强化 （刘汶蓉，２０１６；刘汶蓉、李博健，
２０２０）。 因此，即便出现优先将资源供给（成年）子女而非老人的趋势，这只是伦

理转向而非孝道沦丧（杨菊华、李路路，２００９；Ｃｒｏｌｌ，２００６；狄金华、郑丹丹，２０１６）。
据此推论，面临代际竞争时，中间一代可能将部分资源分配给老人，或者寻求老

人社会照顾服务来补充家庭照顾资源，从而使养老与养小得以兼顾。
究竟是“重小轻老”，还是“兼顾老小”？ 本文用三代框架视角考察中国家庭

照顾赤字下的资源代际分配决策，具体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中国家庭照顾资源

是否存在养老和养小的代际竞争？ 第二，如果存在竞争，中间一代会如何考虑，
如何做出照顾安排？ 第三，如果家庭照顾资源不足，中间一代如何寻求市场化的

社会照顾服务，解决老人照顾需求？ 本文将揭示家庭照顾赤字的风险群体，讨论

在“全面三孩”的政策背景下，国家应如何调整与家庭之间的照顾责任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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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一）分析框架

基于上述文献梳理，本文将从三代框架来考察家庭照顾资源的代际分配过

程和后果。 第一，在三代框架下，要分析家庭照顾与社会照顾之间的关系。 在照

顾压力叠加时，家庭内部资源可能出现严重匮乏，需要引入社会照顾资源，但很

少研究考察家庭照顾与社会照顾之间的关系。 因此，要考察中间一代如何理解

照顾政策提供的机会和约束，进而做出资源分配决策。
第二，在三代框架下，要分析多个维度照顾资源的分配差异和转换。 已有研

究主要关注经济资源的代际分配，但在照顾压力叠加时，人力和时间也是资源的

构成要素，而且经济资源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转换为社会照顾服务。 此外，已有研

究表明，中国城市父母掌握了一套科学育儿的知识和技能，但很少研究关注中间

一代对老人照顾知识的了解。 老年学的研究表明，掌握老人照顾的基本知识和

技能可以提高照顾质量，缓解家庭照顾者压力（Ｇｉｖ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因此，需要

从不同维度来考察家庭照顾资源分配，尤其是对老人照顾知识资源的储备。
第三，在三代框架下，要特别分析家庭照顾赤字下可能隐含的性别和阶层不

平等。 老人是重要的儿童照顾提供者，缓解了工作母亲的照顾压力。 老人失能

不仅意味着家庭儿童照顾资源减少，也意味着中间一代需要增加老人照顾的资

源，这种压力可能会堆积在女性身上。 因此，要考察老年人身体状况对资源分配

产生的影响，尤其是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和女性的处境。

（二）混合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考察中国家庭如何处理儿童

与老人两种照顾需求叠加的问题，以避免单一方法在研究深度和代表性等方面

的不足（Ｍａｓｏｎ， ２０１７；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５）。 具体到本研究，定量分析部分基于大规

模的调查数据，研究城镇家庭的照顾资源是否存在代际竞争以及家庭代际分配

的基本特征。 定性分析部分则对家庭的分配过程和后果加以深入分析。 例如，
家庭照顾者（主要是中间一代）应对养小与养老需求有何差异，他们如何理解家

庭照顾对老人、孩子及自身的意义，他们如何看待社会照顾与家庭照顾的差异，
等等。 这些“过程性问题”和“意义类问题”更适合采用定性研究，有助于探究事

情发生的动态过程以及受访者对照顾意义的建构（陈向明，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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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代框架下，家庭照顾资源分配受到照顾政策的影响，当老人和儿童照顾

需求叠加时，在不同情境下中间一代可能会做出不同的照顾资源分配决策。 基

于中间一代对老人和儿童的照顾意愿，本文提出假设 １。
假设 １：在一老一小两种需求叠加时，家庭照顾资源分配存在代际竞争关

系，并呈现“儿童优先”的分配策略。 越支持家庭照顾儿童配套措施的中间一代

越倾向于采取老人社会照顾。
当家庭照顾需求叠加时，“儿童优先”的分配策略将会凸显，中间一代可能

将主要的照顾资源投向儿童，不利于老人照顾。 同时，由于中国家庭普遍采用隔

代育儿的方式，在“儿童优先”的分配策略下，原本作为被照顾者的老年人可能

转变为照顾的提供者，而且，未成年子女数量增加会使得老年人照顾孙辈的时间

增多，家庭代际资源分配也随之变化（刘慧君、王惠，２０２２）。 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 ２。
假设 ２：未成年子女数量对家庭照顾儿童意愿与采取老人社会照顾意愿的

正相关关系具有调节效应。
定量分析试图揭示需求叠加时儿童和老人是否会对中间一代的照顾资源形

成竞争，家庭资源分配是否遵循“儿童优先”分配策略。 在定性研究部分，本文

将从时间、人力 ／服务、知识和经济四个维度进一步分析竞争格局下家庭代际资

源的分配过程，关注中间一代在照顾政策环境约束下的考虑，考察中间一代对一

老一小资源投入的差异，以及中间一代如何寻求社会资源解决老人照顾需求。

（三）数据来源及操作化

本文的定量数据来自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２０２１ 年在广东、江
苏和陕西三省开展的“全国公众福利态度调查”数据。 该调查以三省 １８ 岁（含）
以上的居民为总抽样框，采用多阶段、分层和随机的抽样原则，在三省 ４４ 个地级

市进行电话调查。 最终成功调查 ８８６８ 人。 该调查对具体问题进行了本土化改

良，本文的数据来自其中“工作伦理”“社会照顾”“受访者个人资料”三个部分，
根据研究的主题，排除了农业户口、未婚与 ６０ 岁及以上受访者，①共包含 ２４３９ 个

城镇居民样本。
老人和儿童的照顾意愿主要通过问卷中关于老人照顾社会支持和生育配套

政策的公众态度问题进行测量。 本文使用问卷中第四部分第一题“对家里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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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未婚的受访者可能会出现“猜想”式回答，同时本文探究的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间一代照顾儿童和

老年人的意愿，因此排除了未婚受访者和 ６０ 岁及以上的样本。



的照顾，您觉得最需要哪些社会支持？ （可多选）”以及第二题“对于‘全面放开

三孩’政策，您觉得最需要哪些配套措施？ （可多选）”。 第一题提供了社会支持

常见的 ９ 个方式，第二题提供了政府报告和媒体报道中常出现的 １１ 类配套措

施。 参考陆杰华和张莉（２０１８）的研究，本文采用“需求”维度来测量个人“意
愿”。 在福利态度研究中，基于 “个人利益路径” （ ｓｅｌ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的理论视角指出工具理性和个人得失与个人偏好及意愿密切相关（岳
经纶，２０１８）。 由于意愿是一个多元化包容性的概念，需求是意愿构成中较为重

要的一个方面，受访者的照顾意愿更可能是对自身或家庭在面临一系列客观现

实限制条件下的需求表达，具有“情景理性”的特征。 基于数据可获得性以及可

行性，这是当前较佳的变量操作化方式。 在生育配套政策的态度测量问题中，
“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支持度最高（７５. ９３％ ），其次为“增加母亲享受的产假

和育儿假”（７３. ８８％ ）和“增加父亲享受的陪护假和育儿假” （７２. ０４％ ）。 在 １１
项生育配套措施中，与中间一代家庭照顾相关的选项排序较靠前，表明受访者在

儿童照顾方面倾向于父母照顾的方式。 这符合现有文献的结论，即现代社会人

们认为母亲是最理想的儿童照顾者，其他照顾方式是次优选择（吴帆、牛劭君，
２０１９）。 在老人照顾社会支持的态度测量问题中，支持度最高的是“陪同看病”
（７２. ０８％ ），其次为“为老年人解决线上、手机端等互联网养老服务的技术问题

（如网上挂号）”（６５. ６８％ ）和“上门探访” （５９. ４０％ ）。 支持老人社区居家养老

的方式①排序较靠前，当前结果与现有文献关于老人居家养老意愿的研究结论

相呼应（杜鹏等，２０１６）。
在进行回归分析时，因变量为采取老人社会照顾的意愿，并以是否选择“日托

站或托老所”来测量。 托老所和日托站的养老服务区别于传统家庭照顾，是与机

构养老（养老院）相类似的社会化照顾模式（杜鹏等，２０１６；陆杰华、张莉，２０１８）。②

本文在分析时将因变量处理为二分变量，赋值为 １ 和 ０。 本文选取了两类自变

量。 第一类为家庭照顾儿童的意愿，以是否选择“增加母亲享受的产假和育儿

假”和“增加父亲享受的陪护假和育儿假”来测量，均处理为二分变量，赋值为 １
和 ０。 第二类为家庭现有未成年子女数量。 未成年子女数量会影响家庭照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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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社区居家养老不完全等同于子女照顾，也可包括配偶相互照顾或自我照顾。
学术界对于老人照顾模式的分类有不同的界定。 根据陆杰华和张莉（２０１８）的研究，照顾需求模式分

为三类，分别为“传统照顾模式”“转型期照顾模式”“社会化照顾模式”，而“社会化照顾模式”主要指

政府或社区提供的照顾服务，问卷中“日托站或托老所”选项与“社会化照顾模式”分类较为接近。 杜

鹏等人（２０１６）的研究则把“托老所和老年日间照顾中心”作为社会养老设施重要的组成部分。



金钱、时间、服务和知识上的分布，继而影响家庭照顾资源分配。 调查问卷涉及

受访者未成年子女的数量，并将其纳入统计分析。 控制变量包括受访者的年龄、
性别、收入水平、家庭性别分工观念、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居住地区。 需要留

意的是，受访者的年龄为重要的控制变量，因为年龄意味着不同生育政策节点下

适育的可能性，影响家庭照顾资源的分配。 与此同时，家庭性别分工观念会影响照

顾意愿，因为生育孩子数量更多的人可能持有更传统的家庭性别分工观念（Ｔｏｒｒ ＆
Ｓｈｏｒｔ，２００４；Ｃｏｏｋｅｄ，２００４），进而影响其采取老人社会照顾的意愿。 家庭性别分工

观念变量使用“工作伦理”部分的三个问题，即：“男主外，女主内”；“如果需要一个

人照顾家庭，女性更合适”；“如果妻子比丈夫挣钱多会产生更多家庭问题”（里克

特 ５ 分量表），包含家庭内部分工的态度以及性别意识。 通过因子分析（主成分分

析法）进行测量（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型检验 Ｐｒｏｂ ＞ ｃｈｉ２ ＝ ０. ０００；ＫＭＯ ＝ ０. ７１４）。 主要自变

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１。 本文定量部分采用描述性统计和二项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表 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Ｎ ＝２４３９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采取老人社会照顾的意愿（日托站或托老所） ０. ５２９ ０. ４９９ ０ １

家庭照顾儿童意愿（增加母亲产假育儿假） ０. ７３９ ０. ４３９ ０ １

家庭照顾儿童意愿（增加父亲陪护假育儿假） ０. ７２０ ０. ４４９ ０ １

采取儿童社会照顾的意愿（加大对 ３ 岁以下婴
幼儿照护服务的投入）

０. ５９３ ０. ４８３ ０ １

未成年子女数量 １. ０８１ ０. ８５４ ０ ５

年龄（岁） ４０. ３８９ ８. ２９１ ２０ ５９

性别（１ ＝ 男） ０. ４７８ ０. ４９９ ０ １

收入水平（１ ＝ ２. ２ 万元以下，２ ＝ ２. ２ 万元 ～ ８
万元，３ ＝ ８万元 ～ １５ 万元，４ ＝ １５ 万元及以上）

２. ６１６ ０. ８９５ １ ４

受教育水平（１ ＝ 未上学，２ ＝ 小学，３ ＝ 初中，
４ ＝ 中专，５ ＝ 技校，６ ＝ 职高，７ ＝ 普高，８ ＝ 大专，
９ ＝ 大本，１０ ＝ 硕士，１１ ＝ 博士）

７. ２８１ ２. ２７３ １ １１

婚姻状况（０ ＝ 离异，１ ＝ 已婚） ０. ９６１ ０. １９１ ０ １

定性研究部分的数据来自对两类群体的深度访谈。 一类是城市中产家庭，
一类是养老院护理员和住家老人保姆。 选取中产家庭是因为这类家庭相对更有

能力使用市场化的照顾服务，有助于考察家庭引入社会照顾资源的过程。 选取养

老院护理员和住家保姆则是考虑到这是城镇家庭经常采用的老人社会照顾方式，
该群体的择业考虑以及工作经历有助于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家庭使用社会资源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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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的过程。 中产家庭数据来自 ２０２１ 年 ９—１１ 月对广州 １２ 个家庭的深度访谈。
作者选取的受访家庭均是既有 ６０ 岁及以上老人也有 １４ 岁及以下未成年子女，而
且在本地至少有两套住房。 城市家庭访谈共访谈中间一代 １０ 人及 ２ 位老年人。
养老院护理员和老人住家保姆的案例来自 ２０１６—２０２１ 年在上海、北京和广州三地

对 １６ 名养老院护理员和老人住家保姆所做的访谈，其中北京 ６ 名、上海 ８ 名、广州

２ 名。 定性研究部分合计 ２８ 位受访者。 每次访谈平均约为一小时。 研究采用

三代分析框架对访谈资料开展主题分析，并对不同类型照顾方式和家庭案例进

行比较。

三、研究分析结果

（一）双重照顾压力下的代际竞争

为了挖掘照顾资源的代际竞争关系，本文采用了二项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进行

分析。 表 ２ 模型 １ 以“增加母亲产假育儿假”为家庭照顾儿童意愿的测量指标。
二项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年龄、未成年子女数、性别、收入水平、
家庭性别分工观念、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居住地区的基础上，家庭照顾儿童的

意愿对采取老人社会照顾的意愿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 选择增加母亲产假育儿

假的受访者采取老人社会照顾的意愿是不选择增加母亲产假育儿假受访者的

３. １９９ 倍（ｅ１. １６３）。
表 ２ 模型 ２ 以“增加父亲陪护假育儿假”作为家庭照顾儿童意愿的测量指

标。 与模型 １ 的结果类似，家庭照顾儿童的意愿对采取老人社会照顾的意愿存

在显著的正向作用，选择增加父亲陪护假育儿假的受访者采取老人社会照顾的

意愿是不选择增加父亲陪护假育儿假受访者的 ３. ６５５ 倍（ｅ１. ２９６）。 模型 ３ 同时加

入了母亲、父亲的育儿假、产假、陪护假作为家庭照顾儿童意愿的测量指标，结果

与模型 １ 和 ２ 类似。 选择增加母亲产假育儿假和父亲陪护假育儿假的受访者采

取老人社会照顾的意愿分别是不选择增加上述假期的受访者的 １. ６９６ 倍（ｅ０. ５２８）
和 ２. ６１１ 倍（ｅ０. ９６０）。

综上可知，表 ２ 结果表明，以母亲产假育儿假及父亲陪护假育儿假作为家庭

照顾儿童意愿的测量指标，家庭照顾儿童的意愿对其采取老人社会照顾的意愿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越支持家庭照顾儿童配套措施的受访者越倾向于采取老

人社会照顾。 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可推断，面临照顾需求叠加时，儿童和老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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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照顾资源存在代际竞争关系。
年龄、未成年子女数量和收入水平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受访者采取老人社会

照顾的意愿。 模型 ３ 结果显示，在出生于 １９７５—１９８４ 年、１９８５—１９９４ 年的受访

者中，其采取老人社会照顾的意愿分别是出生于 １９７５ 年前的受访者的 １. ２１１ 倍

（ｅ０. １９２）和 １. ０３３ 倍（ｅ０. ０３３）。 这部分年龄段的受访者还处于适育期，随着“全面

三孩”政策的实施，其一老一小照顾压力叠加的可能性还会增加。 因此，相对于

出生于 １９７５ 年前的受访者，他们更倾向于采取老人社会照顾来缓解双重压力。
相对于低收入受访者（年收入 ２. ２ 万元以下），个人年收入 １５ 万元以上的受访者

采取老人社会照顾的意愿明显更强，而其他收入类别受访者则无显著的差异，这
表明经济维度的因素影响着采取老人社会照顾的意愿。 同时，在有 ２ 个及以上

未成年子女的受访者中，其采取老人社会照顾的意愿是没有未成年子女受访者

的 ７７. ４９％ （ｅ － ０. ２５５）。 这可能源于“儿童优先”的照顾资源分配策略：当未成年子

女数量增加时，本应作为被照顾者的老年人转变为儿童照顾提供者，家庭内部形

成代际合作育儿格局。 此外，受教育水平会显著影响采取老人社会照顾的意愿。
其余控制变量在模型 ３ 中并未发现显著影响。

　 表 ２ 家庭照顾儿童意愿对采取老人社会照顾意愿的影响（二项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家庭照顾儿童意愿（增加母亲产假育儿假） 　 １. １６３∗∗∗

（０. ０９９）
　 ０. ５２８∗∗∗

（０. １３１）

家庭照顾儿童意愿（增加父亲陪护假育儿假） 　 １. ２９６∗∗∗

（０. ０９８）
　 ０. ９６０∗∗∗

（０. １２８）

年龄（参照组为出生于 １９７５ 年以前）

　 出生于 １９７５—１９８４ 年
　 ０. ３２２∗

（０. １６１）
　 ０. ２６７∗

（０. １３４）
　 ０. １９２∗

（０. ０９４）

　 出生于 １９８５—１９９４ 年
　 ０. １９３∗

（０. ０９６）
　 ０. ０７４∗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３∗

（０. ０１６）

　 出生于 １９９５ 年以后
－ ０. ０６６　
（０. ３５４）

－ ０. ２１４　
（１. ３２２）

－ ０. ０１９　
（０. ０１８）

未成年子女数量（参照组为没有未成年子女）

　 只有 １ 个未成年子女
－ ０. １５８　
（０. １２５）

－ ０. １８５　
（０. １２６）

－ ０. １７９　
（０. １２７）

　 有 ２ 个及以上未成年子女
－ ０. ２３１∗

（０. １１６）
－ ０. ２６８∗

（０. １３１）
－ ０. ２５５∗

（０. 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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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性别（１ ＝ 男） － ０. １７３∗

（０. ０８７）
－ ０. １６８　
（０. ０８８）

－ ０. １６６　
（０. ０８７）

收入水平（参照组为 ２. ２ 万元以下）

　 ２. ２ 万元 ～ ８ 万元
０. ０７６

（０. １７５）
０. ０８０

（０. １７５）
０. ０５７

（０. １７６）

　 ８ 万元 ～ １５ 万元
０. ０８２

（０. １８７）
０. １３４

（０. １８６）
０. １０８

（０. ０９８）

　 １５ 万元及以上
　 ０. １３２∗

（０. ０６５）
　 ０. １９２∗

（０. ０９７）
　 ０. ０７６∗

（０. ０３７）

家庭性别分工观念
０. ０６３

（０. ０４４）
０. ０５９

（０. ０４４）
０. ０５７

（０. ０４４）

受教育水平（１ ＝ 未上学，２ ＝ 小学，３ ＝ 初中，４ ＝ 中
专，５ ＝ 技校，６ ＝ 职高，７ ＝ 普高，８ ＝ 大专，９ ＝ 大本，
１０ ＝ 硕士，１１ ＝ 博士）

　 　 ０. ０７６∗∗∗

（０. ０２１）
　 ０. ０７２∗∗

（０. ０２３）
　 ０. ０７３∗∗∗

（０. ０２０）

婚姻状况（１ ＝ 已婚）
０. ０４６

（０. ０３８）
０. ０４１

（０. ０５６）
０. ０４０

（０. ０７６）

省份（１ ＝ 广东省）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８０）

－ ０. ０４０　
（０. １３２）

－ ０. ０３５　
（０. ０８９）

常数
－ １. ７０７∗

（０. ８１２）
　 － １. ７４２∗∗∗

（０. ３１５）
－ １. ８６１∗∗∗

（０. ３１７）

对数似然值 － １５８４. ３５６　 　 － １５６３. ９９９　 　 － １５５６. ００４　 　

伪 Ｒ２ ０. ０６２ ０. ０７３ ０. ０７７

样本量 ２４３９　 　 　 ２４３９　 　 　 ２４３９　 　 　

　 　 注：（１）样本排除了农业户口、未婚和 ６０ 岁及以上受访者。 （２）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 （３）∗ 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为了加强上述统计推断的稳健性，避免问卷回答“同高同低”所带来的统计

偏误，本文进一步分析采取儿童社会照顾意愿与采取老人社会照顾意愿之间的

关系（见表 ３），并以是否选择“加大对 ３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投入”这一选

项来测量采取儿童社会照顾的意愿。 模型 ４ 为全样本的分析，模型 ５ 为已婚且

有小孩的样本分析。 结果显示，采取儿童社会照顾意愿对采取老人社会照顾意

愿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这可能源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本文所讨论的照

顾资源代际竞争的“场域”在家庭内部，而非社会支持领域；第二，家庭在选择儿

童社会照顾时考虑得更多的可能是服务质量、经济承受能力等因素，与采取老人

社会照顾意愿并不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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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采取儿童社会照顾意愿对采取老人社会照顾意愿的

关系分析（二项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模型 ４

（全样本）
模型 ５

（已婚且有小孩样本）

采取儿童社会照顾意愿（加大对 ３ 岁以下婴幼
儿照护服务的投入）

０. ２８３
（０. １７８）

０. ３９４
（０. ２４６）

年龄（参考组为出生于 １９７５ 年以前）

　 　 出生于 １９７５—１９８４ 年
０. １４２

（０. ０７８）
　 ０. ２２５∗

（０. ０８８）

　 　 出生于 １９８５—１９９４ 年
　 ０. ２９７∗∗

（０. １１０）
　 ０. ３７４∗

（０. １６３）

　 　 出生于 １９９５ 年以后
０. １７６

（０. ３６７）
０. ０９８

（０. ３７８）

未成年子女数量（参照组为没有未成年子女）

　 　 只有 １ 个未成年子女
－ ０. １４７　
（０. １２９）

—

　 　 有 ２ 个及以上未成年子女
－ ０. ２２１　
（０. １４２）

－ ０. １０７∗

（０. ０５３）
［参照组 ＝ ２］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
－ ２. １６５∗∗∗

（０. ３２８）
－ １. ２０７∗∗∗

（０. ３５４）

对数似然值 － １５０８. ０４２　 　 － １１４０. ８４６　 　

伪 Ｒ２ ０. １０６ ０. ０７２

样本量 ２４３９　 　 　 １７７８　 　 　

　 　 注：（１）样本排除了农业户口、未婚和 ６０ 岁及以上受访者。 （２）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 （３）∗ 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４）性别、家庭性别分工观念、收入水平、婚姻状况、省份等其他控制
变量已纳入模型 ４ 和 ５ 的分析，限于篇幅，其结果并未列出。

（二）代际分配策略：儿童优先，对老人仅作危机响应

为了进一步分析照顾资源分配策略的可能性，本部分挖掘未成年子女数对

家庭照顾儿童意愿与采取老人社会照顾意愿关系的调节效应。 表 ４ 模型 ６ 和 ７
的结果显示，在加入未成年子女数量与家庭照顾儿童意愿的交互项后，“只有 １
个未成年子女”类别及其交互项的显著性均未通过 ５％ 水平的检验。 而家庭照

顾儿童意愿。 “有 ２ 个及以上未成年子女”类别和其交互项显著性均通过了 ５％
及以上水平的检验，其交互项系数均为负值，这表明随着未成年子女的数量达到

２ 个及以上时，家庭照顾儿童意愿对采取老人社会照顾意愿的正向关系有所减

弱。 本文将未成年子女数的调节效应进行可视化，图 １ 表明，比起子女较少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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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者，有 ２ 个及以上未成年子女数的受访者其预测线较平缓，斜率降低，结论与

假设 ２ 相符。

图 １　 未成年子女数对家庭照顾儿童意愿与采取老人社会照顾意愿关系的调节效应

　 表 ４ 未成年子女数对家庭照顾儿童意愿

与采取老人社会照顾意愿关系的调节分析（二项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Ｎ ＝２４３９

模型 ６
增加母亲产假育儿假

模型 ７
增加父亲陪护假育儿假

家庭照顾儿童意愿
　 ０. ６１３∗∗

（０. ２２７）
　 ０. ８４４∗

（０. ３２９）

未成年子女数量（参照组为没有未成年子女）

　 只有 １ 个未成年子女
－ ０. ２６７　
（０. ２０６）

－ ０. ０５１　
（０. ２１４）

　 有 ２ 个及以上未成年子女
－ ０. ０８３∗

（０. ０４２）
－ ０. ０７５∗

（０. ０３７）

家庭照顾儿童意愿 × 只有 １ 个未成年子女
０. ２５０

（０. ２４１）
０. １３３

（０. ２９７）

家庭照顾儿童意愿 × 有 ２ 个及以上未成年子女
－ ０. １６５∗

（０. ０８２）
－ ０. ２１５∗

（０. １０８）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对数似然值 － １５８８. ６６５　 　 － １６０２. ８７４　 　

伪 Ｒ２ ０. ０７１ ０. ０８４

　 　 注：（１）样本排除了农业户口、未婚和 ６０ 岁及以上受访者。 （２）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 （３）∗ 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４）因篇幅所限，表 ４ 未显示其他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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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调节效应结果可进一步推断，“儿童优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家庭照顾资

源分配的原则。 具体而言，相较于没有未成年子女或者只有 １ 个未成年子女者，
在有 ２ 个及以上未成年子女的群体中，家庭照顾儿童意愿对采取老人社会照顾

意愿的正向关系会减弱。 当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增加时，本应作为照顾对象的

老年人容易成为家庭照顾提供者，建立代际合作育儿。 但是老年人在照顾对象

和照顾者之间的转换也与其健康状况有关，因此“儿童优先”的照顾资源分配原

则仍需在不同的家庭及照顾具体情景下进一步识别。
１. 儿童培养的时间紧迫性与老人危机驱动的应急响应

访谈发现，中间一代最缺的是时间，有限的时间又大部分给了孩子。 受访父

母们谈及对孩子的时间投入时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意识和强烈的时间紧迫感。
“三岁”“六岁”“十岁”“小升初”“高中”是被反复提及的时间点。 这是长期规划

而非临时安排。 父母们将孩子从出生直到上高中这段时间都理解为儿童成长发

展的关键阶段，涉及孩子安全感、自我表达、与人沟通、学习兴趣和能力培养以及

价值观形成。 在跨度长达十多年的规划里，每个节点犹如工程验收日期一般，对
父母提出不同的任务和要求，时间的紧迫性浸透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天。

母亲们通常高度认同自己是儿童照顾的第一责任人。 受访母亲表示，如果

母亲不在这个关键阶段给予充足的陪伴（包含看护、引导、督促等），孩子以后很

难获得成功，甚至身心会出问题。 案例 １ 的妈妈在孩子出生后就辞了职，她表示

家庭有经济压力，但是她没有出去找工作的想法。

我作为母亲，自己首先是育儿的责任方……孩子最需要的就是陪伴，给
他安全感，特别是 ３ 岁、６ 岁之内……很多父母忙于工作，孩子十几岁得抑

郁症、空心病。 一年多赚 ２０ 万又有什么意义呢？ 对孩子成长来说，时间过

去就回不来了，没有办法走回头路。 （案例 １ 访谈记录）

在关键时间给予充分的陪伴还关乎亲子关系建立，满足孩子和母亲彼此的

情感需求。 对孩子成就和身心健康的期待、对亲密关系的诉求使得受访的父母

们（尤其是母亲）对儿童照顾有高度的责任感。 因此，在家庭经济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母亲会在职业发展、经济独立、休闲自由等方面做出妥协。
这种妥协看似女性或夫妻的协商和选择，但却与我国父母育儿假政策的空

白有密切关联。 案例 ５ 的妈妈表示经常加班，不敢请假照顾家里，怕影响晋升，
男同事则没有这方面负担。 案例 ４ 的妈妈工作时间相对灵活，也感到时间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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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缺的是时间，不是给我几千块或者几万块，我就能免掉这些责任。 养

大一个小孩没有太难，只是我希望她成才。 小孩最主要的成长阶段是 ３ 岁

到读初中之前，很难委托家人带。 产假现在顶多增加一两个月，还是解决不

了最缺的陪伴时间。 （案例 ４ 访谈记录）

母亲第一责任人的身份要求她本人投入大量时间陪伴孩子成长，但是育儿

假政策的缺失使得女性工作责任与孩子照顾责任发生严重冲突。 儿童照顾对女

性具有刚性约束，高于男性的时间投入又加剧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平等。
相反，中间一代对老人照顾的时间投入表现为危机驱动的临时响应。 大部

分人坦承“平时照顾得很少”，我们在访谈中也听不到老年人身心发展进程的时

间节点叙述。 在老人身体状况良好的家庭里，“没想那么远”“还没去想”“到时

候再说”“看情况决定”是受访者反复提及的话。 这表明中间一代并没有为老人

照顾作规划，缺乏明确方案。 这与儿童照顾的长期规划形成鲜明对比，“子欲养

而亲不在”的时间紧迫感并没有在叙述中呈现。
尽管受访者认为子女有责任解决老人的照顾问题，但是与儿童照顾第一责

任人的认识不同，许多受访者表示，将来很可能要把至少一方的两个老人送到养

老院或者请住家保姆。 但是，在老人能自理时，几乎没有受访者付诸行动，去实

地考察养老院或者了解相关信息。 这种犹豫与老人对机构养老服务的排斥有密

切关系。 总的来说，受访家庭的老人不接受入住养老院，更希望居家养老，与配

偶或者与子女住在一起。 养老院虐待老人、护理员素质差的新闻报道又进一步

增加了成年子女的犹豫。 因此，除了照顾儿童花费大量时间外，老人意愿低、市
场化养老服务质量良莠不齐，都导致成年子女为老人照顾的规划不足。

当老人出现重疾急症后，受访家庭（案例 ２ ／ ３ ／ ５ ／ ７ ／ ９ ／ １０）的中间一代快速响

应，紧急抽出一部分精力和时间给老人。 部分家庭（案例 ５ ／ １１ ／ １２）危机解除后，
因老人无法自理需要长期照护，呈现出从家庭照顾向社会照顾发展的趋势。 我

们发现独生子女家庭的中间一代陷入了严重的时间赤字。 案例 ５ 为独生女，家
中有一位老人失能，另一位老人患有癌症，还有一个 ３ 岁的女儿。 尽管雇请了住

家保姆照护老人，她也仍难以摆脱工作、老人和小孩“三头烧”的时间贫困。
２. 高质量的儿童陪伴与依赖亲属网络的老人照顾

中间一代为孩子提供高质量的陪伴，老人则通过配偶、老人的兄弟姐妹获得

紧急状态的照顾，子女承担的是医疗代理人角色。 受访的中间一代，尤其是母亲

在儿童照顾和教育上均亲力亲为。 这些父母相信投资于孩子的教育、技能和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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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以及亲情是有回报的，父母的陪伴、督促和引导将确保投资在未来得到兑现。
这种高质量的陪伴需要密集人力投入，使得工作母亲分身乏术。 在“一孩”

政策阶段，中国城镇家庭通过父母负责社会性事务、老人负责生理性事务的代际

合作方式，较好地解决了工作母亲育儿上人力 ／服务赤字问题（肖索未，２０１４）。
这与大部分家庭正在或者曾经采用的隔代育儿方式相呼应。 但是到了“全面三

孩”政策阶段，随着老人步入高龄，孩子数量增加，即便动用两边家庭的老人参

与儿童照顾，也难以解决人力赤字问题。
大部分受访父母表示，增加 ０ ～ ３ 岁托幼服务是家庭最需要的三项儿童照顾

措施之一。 但父母们均强调托幼服务安全的重要性。 这些中产家庭父母以高质

量的母亲照顾为参照系（吴帆、牛劭君，２０１９），对托幼服务有很高的安全要求。
这也呼应了前文 ０ ～ ３ 岁托幼服务选项的排序较低，以及表 ３ 关于采取儿童社会

照顾意愿与采取老人社会照顾意愿关联度较低的结论。
相较而言，自理的老人的日常生活则是自我照顾以及配偶互相照顾。 中间

一代对此的普遍理解是老人“不需要我（照顾）”，这跟孩子与父母在情感上彼此

需要形成鲜明对比。 中间一代在考虑是否参与老人照顾时主要以老人能否自理

为标准。 他们对老人照顾有两种理解，一种偏重生理的需求，另一种偏重救治康

复护理的需求。 受访的中间一代并非没有意识到老人有精神情感陪伴方面的需

求，但是他们认为，老人的精神情感需求可以通过配偶、朋友或者老人的兄弟姐

妹解决，自己不需要承担这个角色。
我们在访谈中发现，在老人发生紧急事件时，成年子女承担着与医疗专家系

统打交道的代理人角色。 案例 ２ 的爸爸说：

之前我妈心脏病发做搭桥手术，手术当天我们肯定是要去的，手术前要

跟医生沟通，我妈也会问我意见，做不做，用进口还是国产……幸好我妈的

妹妹在，她们感情很好，她留下来过夜，之后请了护工。 现在我爸陪我妈复

查，每次我会看她的检查结果。 （案例 ２ 访谈记录）

从案例 ２ 中可以看到，成年子女承担的具体职责主要是：联系医院、与医生

商量手术方案、与老人沟通、安排术后护理和长期照顾等社会性事务。 尽管受访

家庭子女亲力亲为参与照顾老人的情况很少，但是在多子女家庭中，中间一代有

轮值照顾老人的经历或者打算。 在危机应对状态下，多子女家庭表现出人力动

员的优势，而高龄老人家庭、独生子女家庭老人照顾的人力缺口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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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丰富的儿童抚育知识与贫乏的老人照顾知识

尽管成年子女代替老人承担与医疗系统打交道的代理人角色，但是在受访

者叙述中，大部分成年子女不了解老年人照顾的知识。 这种知识缺乏表现为不

了解急救知识和技能，不知道老人心理精神问题如何处理，不清楚社区养老服务

和养老院的信息，也没有学习过如何寻求医生帮助。 许多受访者通常是在自家

老人重病或失能后，通过询问医生护士以及亲戚朋友后才对相关知识有所了解，
边问边学，慢慢积累经验。

此外，子女对老人照顾的知识匮乏还体现为缺乏日常共同生活体验，在两代

分开居住的家庭中尤其明显。 与老人同住的案例 ３ 谈到了她带爸爸看病的经历。

陪老人看病是不能假手他人的。 因为老人家言语沟通已经有障碍。 医

生会问家属一些老人家日常的发病情况，如果你不是长期陪伴老人家，或者

跟他一起生活，陪他看病其实没什么意义。 （案例 ３ 访谈记录）

这段叙述强调了共同生活所体验的日常生活知识对照顾老人的重要性。 中

间一代对老人照顾缺乏与医疗系统打交道的社会知识，也因为分开居住而缺乏

日常共同生活的亲密知识。 这可能会影响紧急状态下的判断和处理。
这些中产阶级家庭的年轻父母整体受教育程度较高，他们在谈及儿童照顾

时非常了解科学知识和政策信息，也有自己的思考和反思。 在许多妈妈的叙述

中可以发现，父母对育儿知识的了解从孩子出生之前就开始了，并不是紧急状态

下临时抱佛脚。 他们多渠道主动学习，努力掌握儿童照顾的科学知识和政策信

息。 而且，父母叙述所呈现的儿童照顾知识可学习，可交流，旁人可帮忙；相反，
老人照顾被认为具有特殊性、专业性，子女们认为不容易习得，旁人也很难介入。

４. 对儿童照顾的经济投入高，同时补贴老人市场化社会照顾服务

中间一代的经济资源主要流向儿童，但是大部分受访者有意愿且确实为老

人长期照顾提供了一定的经济支持。 受访家庭的经济条件普遍不错，部分家庭拥

有三套以上房产。 受访者将大部分经济资源投入到了儿童健康和教育中。 这种高

花费不仅降低了年轻父母的生活质量，也带来了经济压力，在二孩家庭、单亲家庭、
一方全职家庭中尤其明显。 受访者表示，儿童照顾能够获得的经济支持很少，仅有

孩子上学的每月 １０００ 元个人所得税减免政策，相对于儿童照顾所需物品和服务的

价格升幅，目前额度太少。 因此，即便是中产家庭，培养孩子也有经济压力。
与儿童照顾的经济投入不同，受访家庭的成年子女为老人日常生活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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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支持更像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礼物。 但是，当老人重病急病或者需要长

期照顾时，所有受访者都愿意承担费用，部分人也支付过老人的住院费、药费、医
院护工费、住家老人保姆费等。 案例 ２ 的爸爸说：

我父母退休金加起来有七千多，又有医保。 我妈做手术费十万左右，经
过医保报销后才付两万多，我岳母有些抗癌药一针原来上万、几千，现在医

保改革只要几百，一年变成几千，我们当时给她治病预留了十几万，现在可

能都用不上。 （案例 ２ 访谈记录）

从这段叙述可见，我国的养老金和医保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成年子女

在老人日常生活和疾病治疗方面的经济负担。 但是，如果老人失能，仅靠养老金

难以支付长期照顾成本，需要子女共同分担。 案例 １２ 的配偶患有脑梗，需要雇

请住家保姆照护。 这位高龄老人说：

我先生退休金一个月 １１０００，我自己有 ９４００，光保姆费就要 ８３００。 我先

生的钱用来请保姆，自己的用来吃饭，还有医药费，如果没有医保报销就更

凄凉……两个儿子能搞定自己就可以了，小儿子 ４０００ 都没有……先生病之

前我存了 ５０ 万，现在剩不到两三万，都花在他身上了。 （案例 １２ 访谈记录）

从这段叙述可以看到，即便是经济条件很好的老人，只要有一方失能失智，
仅依靠个人存款、养老金和医保是难以支付长期照顾的服务和药物开支的。 若

子女经济条件较差而无法提供支持，老年人及其配偶就会陷入照顾风险。 在多

成年子女家庭里，老人有可能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 案例 １１ 是一位低龄老人，
她 ９１ 岁的妈妈住在养老院，其退休金不足以支付每月两三万元的费用，需要四

个子女一起分担。 案例 １１ 表示，即便兄弟姐妹共同分担，也无法长期应对。

（三）市场化服务难以解决家庭老人照顾赤字

我们发现，成年子女愿意为老人长期照顾提供经济支持，主要用于购买市场

化的社会照顾服务。 这与已有文献结论相互呼应。 但是市场无法提供充足的、
价格可承受的服务来满足对失能老人的照顾需求。 这点在三个有失能失智老人

的受访家庭中都得到了体现（案例 ５ ／ １１ ／ １２）。 中产家庭尚且如此，经济条件一

般的家庭更难通过市场化服务解决老人照顾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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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进一步分析照顾市场难以满足家庭老人长期照顾需求的原因。 访谈有

两个主要发现：第一，工资是家政工群体择业的主要考虑。 家庭对自理老人照顾

服务支付能力低，使得老人照顾细分领域的劳动力严重流失。 北上广三地受访

护理员和老人保姆的叙述呈现高度相似性，勾勒出我国城市社会照顾行业的薪

酬秩序。 处于收入顶层的是照顾孩子的月嫂和住家育儿嫂，其次是医院护工，接
着是家务家政工，最后是养老院护理员和住家老人保姆（照顾自理老人）。 “一
老一小”的工资差距使得家政工群体更愿意从事照顾孩子的工作。 只要语言能

力、技能和资质能达到儿童照顾工作的应聘要求，她们就从养老院护理员、老人

保姆或者家务工转为育儿嫂或者月嫂。 上海案例 ＺＬ 在 ２００３ 年从事老人住家保

姆工作，每月工资 １０００ 元，离职时涨到 １５００ 元，属于当时老人保姆较高收入水

平。 ２００７ 年她一考到家政服务师资格证就立刻转做育儿嫂，工资涨到 ３０００ 元。
其次，相较于老人照顾，家政工会优先选择更有尊严的儿童照顾工作。 老人

照顾的工作价值经常被社会乃至护理员自己的家庭所贬损，将其与疾病、疼痛、
肮脏、死亡相联系。 地域和阶层不平等进一步放大了这种贬损。 相反，儿童照顾

工作则与希望、成长、愉悦、尊严相联系。
市场化的社会照顾资源同样遵循“儿童优先”的原则，老人社会照顾资源的

短缺反过来抬高了失能老人的照护费用。 因此，受访家庭很难找到价格可承受、
专业的失能老人照护服务，成年子女期待用社会照顾替代家庭照顾的方案并不

容易实现。

四、结论与讨论：照顾赤字与支持系统

本文的主要发现有三个方面。 第一，老龄化与少子化相叠加，使得家庭面对

一老一小双重照顾压力。 一方面，在城镇家庭中，老年人的经济保障和生活质量

都有提升，老年人对获得照顾与子女陪伴的期待也在提高。 另一方面，现代生活

促成了“以儿童为中心”的家庭文化。 在长达十几年的培养中，对于孩子的照顾

和教育要耗费父母大量的时间、精力与心血。 因此，作为中间一代的父母，需要

面对养小与养老的双重压力。
第二，城镇家庭的照顾资源不足以同时处理双重压力，从而形成了照顾赤

字。 它主要出现在老年人一端。 在老人与孩子的照顾需求叠加时，两者围绕家

庭照顾资源展开代际竞争，而中间一代采用“以儿童为中心”的分配模式。 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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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模式下，家庭将时间、人力、知识和金钱等照顾资源优先用于儿童，对老人照顾

更多是危机响应。 即便是中产家庭，用于老人照顾的投入也有许多不足，尤其在

情感陪伴和知识储备两方面。 在经济条件较差、有失能和高龄老人、独生子女家

庭中，老人的照顾赤字更为突出。 在同时有失能老人和幼儿的家庭中，中间一代

女性的生活工作机会受到严重影响。
第三，家庭在老人一端的照顾赤字很难通过社会照顾服务的方式得到缓解。

这主要是指缺少发育成熟的、多元细分的照顾服务市场。 能够提供社会照顾服

务的人力资源长期处于短缺，其中育儿服务相对充足，老人照顾服务的供给能力

则缺口很大。 这与两个因素有关。 一是社会对一老一小职业评价有别，育儿嫂

职业比老人护理员、老人保姆的职业地位更高。 二是家庭对一老一小的支付意

愿和能力有差异，家庭对老人照顾服务的支付意愿比对育儿的支付意愿要低，老
人养老金也不足以支付长期照顾服务费用。 市场化社会照顾资源无法弥补家庭

照顾资源的不足，使得很多家庭处于难以兼顾小孩和老人照顾的焦虑之中。
综上所述，照顾需求叠加、照顾赤字、照顾焦虑三者相互作用，成为老龄少子

化社会背景下中国城镇家庭面对的一种困境。 本文揭示了照顾政策对家庭的支

持不足，加剧了儿童端对老人端家庭照顾的资源挤占。 这一问题值得关注，特别

是需要关注其中的老人和女性群体。 本文最后以社会政策与照顾研究为基本视

角，从两个方面提出延伸思考。

（一）超越核心家庭的照顾赤字

从涂尔干开始，西方社会学传统将“核心家庭”看作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指

标。 在此传统下的社会政策研究非常关注工业化进程中福利国家与家庭功能的

相互匹配关系，解决女性就业与母职承担之间的冲突是一个关注焦点。 “二战”
后 ３０ 年的改革基本思路是“去家庭化”，主要表现为国家提供托幼与教育服务，
建立退休金和医疗服务，减少家庭对老人和孩子的照顾责任。

但是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一种“再家庭化”的新思路构成了对“去家庭

化”的反拨，重新调整了国家与家庭之间的照顾责任划分。 “再家庭化”的路径

重新强调家庭的价值与功能。 它假定家庭成员的照顾，特别是其中的陪伴与情

感纽带自身具有重要价值，不可能也不应该以完全去家庭化的方式来实现。 在

此路径下的政策方案可以统称为“工作—家庭平衡”。 在托幼服务以外，它还包

括母亲和父亲育儿假制度、弹性工作制度，同时提供津贴、税收优惠、消费券等措

施，以配合市场化发展的路径。 这样做的目的是支持家庭更好地在照顾中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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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陪伴和情感，同时不损害家庭成员个体的发展目标。
中国家庭研究中一直存在“重小轻老”还是“老小并重”的争论。 本研究提

供了另一种角度的理解。 中国城镇家庭从照顾的维度来看是一种三代结构。 照

顾是一条贯穿的线，把三代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如何强化照顾意识、分配照顾

责任、调节照顾资源、提供照顾服务，是三代人共同的家庭议题。 从这里可以看

出，中国的家庭观念实际上包含两面。 一方面，要有小家庭的私人成就、乐趣与

舒适性，主要表现为财富积累和争取生活机会。 另一方面，也要有大家庭的责任

意识，主要表现在对一老一小的关爱与照顾上。 因此，从方法论上说，以三代框

架为分析视角更适于研究中国家庭，尤其是考察中国家庭的照顾实践。 西方国

家讲的核心家庭的范式是一种两代框架，由此发展出来的问题意识与政策讨论

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家庭问题的讨论。 在中国情境下，工作父母不仅要养小，还要

养老，其照顾压力多了一个层次。 我们相信，三代框架是一个更加适用的重要的

分析工具，有助于重新检视和推进中国老龄化进程中与照顾有关的真实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照顾政策表现为明显的“无支持家庭主义”。 一方面，

国家几乎没有为普通家庭提供替代性的公共照顾服务。 另一方面，也很少提供

津贴、退税等配套措施帮助家庭购买市场化的照顾服务。 在“一孩”政策阶段，
家庭通过代际互助等方式较好地解决了照顾需求。 但是在老龄少子化的阶段，
代际互助方式已经难以维持。 中间一代既有养老的责任意识，又感觉力有不逮，
照顾政策也没有为家庭提供足够的支持，焦虑由此产生。 其中，处于工作、孩子

照顾、老人照顾“三头烧”的双职工家庭和女性焦虑感会更重。

（二）完善对于家庭的政策支持系统

本研究说明，照顾政策对家庭照顾资源支持不足，加剧了家庭的照顾资源向

养小倾斜，对养老形成家庭照顾资源挤占。 同时，现有文献与本研究均指出，大
部分中国老年人倾向于居家养老模式（杜鹏等，２０１６）。 从三代框架来看，家庭

照顾资源分配始终存在结构性的紧张。 我们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发展一种政

策支持系统缓解这种紧张。 总体思路是既要改变中国照顾政策“去家庭化”程
度较低的短板，也要重视家庭照顾在陪伴和情感方面的独特价值。

首先是建立知识支持系统，主要是针对缺乏老人照顾知识进行完善。 当我

们用三代框架比较家庭在养小与养老方面的努力时，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两个方

面的差别。 家庭在育儿方面多表现为预先规划型，在养老方面则多表现为危机

应对型：出了问题再想办法。 在这个意义上，老人照顾赤字也是知识赤字。 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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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老年人本身还是为人子女者，对于如何识别老人照顾需求（尤其是精神心

理）、如何应对紧急事件、如何预防疾病等，都缺乏预先储备的知识。 社会层面

的知识储备缺失不利于对老年人的照顾，也加大了子女的照顾压力。 国家在推

行积极老龄化战略的过程中，应当构建适用于家庭的关于养老的知识支持系统，
协助老年人和成年子女掌握老人照顾知识、技能和信息，对于必将到来的老龄化

生活建立积极老化、健康老化的心理和知识准备。
其次是完善公共资源支持系统。 这又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应基于三代框

架视角，综合性地评估家庭在养小养老方面的需求与能力，其形式可以是专项用

于老年护理的补助、津贴、税收减免等措施。 第二，应大力促进社区层级养老机

构的发展，拓宽专业化和与个人需求适配的照顾服务的供给能力。 这两点目的

是帮助双职工家庭在必要时能够以可支付的价格获得符合质量标准的老人照顾

服务，从而将更多时间用于陪伴老人。
本文所用的定量数据为三省城镇地区的问卷调查数据，定性数据主要基于

广州市中产家庭的调研，因此研究结论的外推性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未来

研究可以在三代框架下拓展调查范围（尤其是农村地区、经济条件较差的家

庭）、对家庭照顾资源的代际分配特征和机制做进一步论证。 其次，对于家庭照

顾老人 ／儿童意愿，以及采取老人 ／儿童社会照顾意愿这四个变量之间的统计关

系需要作更深入的分析。 最后，本文初步观察到，不同维度的照顾资源对照顾老

人和孩子发挥着不同作用，未来可以进一步挖掘照顾资源分配的复杂性，更好地

调整国家和家庭关于一老一小的照顾责任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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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ｄｅ⁃ｆａｍｉｌ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ｆｏｒｍａｌ ｃａｒｅ；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ｌｅａｓｔ ｄｅ⁃ｆａｍｉｌ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ｃａｒ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ｈａｖｅ ｓｏｍ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ａｎｎｏ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ｆｏｒｍａｌ ｃａｒ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ｃａｒ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ｖａｌｕｅｄ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ｓｏ ｔｈａｔ ｉｔ ｃａｎ ｗｏｒｋ ｗｉｔｈ ｆｏｒｍａｌ ｃａｒ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ｃａｒｅ 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ｏｌｓ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ｃｈｉｌｄ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ａ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ａｒｅ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Ｚｈｏｎｇ Ｘｉａｏｈｕｉ ＆ Ｐｅｎｇ Ｍｉｎｇｇａｎｇ　 ９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ａｇｅ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 ｌｏｗ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ｒ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ｃａｒｅ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ｈｏｗ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ｒｂａｎ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ｃｏｐｅ ｗｉｔｈ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ａｒ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ｃａｒｅ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Ｂｙ ａｄｏｐｔｉｎｇ ａ ｔｈｒｅ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ｉｓ ｍｉｘ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ａｒ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Ｉｔ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ｆｏｒ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ａｒ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ｇｉｖｅ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ｏｎｌｙ 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ｉｎ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ｃｒｉ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ａ ｃａｒｅ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ｒ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ｆｉｌｌ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ｓ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ａｒｅ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Ｗｅ ａｒｇｕ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ｒｏｍ ｃａｒ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ｈａｓ ｗｏｒｓｅｎｅｄ ｔｈｅ ｃｒｏｗｄｉｎｇ⁃ｏｕｔ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ａｒ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ｂｙ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ｃａｌ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ａｔ ｈｅｌｐｓ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ａ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ａｒｅ， ｃｈｉｌｄｃａｒ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ｋ.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ｄｅａ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ａ⁃ｇｒｏｕｐ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ｅｎ Ｙｕｎｓｏｎｇ　 １１７…………………………………………………………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ｒｉ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ｄｅｒ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ｓ ａ “ ｔｉｍｅ⁃ｓｐａｃｅ

ｆｏｌｄ” ｔｈａｔ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Ｇｉｄｄｅｎｓ ｈａｓ ｎｏｔ ｆｏｒｅｓｅｅｎ， ｗｈｉｃｈ ｓｅｔｓ ａ ｍａ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ａ⁃ｇｒｏｕｐ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ｄｅａ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ｗｉｔｈ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ｃｏｏｎ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ｉｎ ｇｕａｎｘｉ ｃｒｅａｔｅｓ ｔｈｅ “ ｇｕａｎｘｉ ｔｈｅａｔｒｅ” . Ａｓ ａｎ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ｒｖｉｎｇ Ｇｏｆｆｍａｎ'ｓ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ｘｉ ｔｈｅａｔ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ｇ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ｈｅｌｐｓ

ｄｅｅｐｅｎ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ｇ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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